中国与世界——改革开放40周年
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于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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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78年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政策，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进行全新的变革，此政策不仅注重国内体制改革，也把目光集中在了“走出国门”。
“改革”与“开发”两个元素至今都在持续不断的发挥着它们的影响力，其特有的中国元素在全球独树一帜，“邓小平模式”也深远的影响了继任的中国总理们。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第十二届党代会发表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特色”的重要性体现在其持续性，就像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2018年3月被写入党章。中国特色是影响了这个国家方方面面的新战略，影响方面包含经济，法制和政治等。同时，它也是邓小平政治遗产的核心内容，它发展对于南半球国家也尤其重要。
如今，中国和拉丁美洲代表了改变世界秩序的伟大梦想，两个地区的人民一直奋力抵抗西方国家建立的世界秩序。然而，由于殖民历史及欧美国家的经济干预，中国和拉美的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上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另一方面，西方的政治理论与其刻板的模式无法同中国和拉美的国情相结合。而中国乃至亚洲在世界舞台上影响力的提高与其经济的快速增长，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东方的国际关系理论。
目前中国正在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力研究及宣传其古代哲学思想，特别是先秦时期儒家、道家思想等等，然而这一切都要依赖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
1.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和本土理论，秦亚青理论。
目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三个主要流派，它们分别来自三个中国政治理论先锋人物：秦亚青，阎学通以及赵汀阳教授。
秦亚青教授在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理论未成形阶段（1978-1990），理论学习阶段（1991-2000）以及理论创新阶段（2001-2007）（秦，2009）。1979年，在多种思想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三次辩论：（1）中国是无产阶级革命国家还是民族国家；（2）什么是中国的首要国家利益以及依靠什么实现国家利益；（3）中国和平发展及和平崛起之可能性（秦：2011:231）。
1878年至1979年“三个阶段理论”及三个辩论的提出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之后，邓小平倡议走出国门，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此举于现代中国是至关重要、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在那时刚刚加入国际社会的队伍（秦，2011:235），依据国情及主要问题，开始大力引进国外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指导。其次，中国加强研究和翻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也表现了其想融入国际家庭的强烈愿望，这让中国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国家朝着经济政治现代化国家前进。中国渐渐变成了在国际舞台上初出茅庐的民族国家（秦，2011:239）。
在1991年至2000年之间，理论逐渐成型。而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理论实行十年有余，关于国际关系的学术辩论也把重点放在了怎样最好的定义、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秦，2011:240）。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90年代末引进的现实主义理论著作之外，一些自由主义理论著作也在中国传播开来。两种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思想的碰撞交叉促使了人们关于国家主要利益的辩论。一方面，中国的现实主义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利益是政治及军事安全，因此要加强国家物质力量，不能依赖国际社会（秦，2011:241）。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论者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打造一个互信互利的多边主义合作机制（秦，2011:242-243）。
在21世纪之初的中国，从国外引进的自由主义及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了当时的主流理论，对学术界和政治界均非常重要。如今看来，当时的现实主义理论促使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而自由主义理论帮助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发光发热（秦，2011:244）。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建构主义理论开始得到宣传；2000年初，此理论得到广泛重视。
2000年至今，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辩论均围绕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在理论创新阶段的的最后时期，共有三种西方思想独占鳌头：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秦，2008）；同时中国也在加强建设自己的中国特设理论（秦，2009:195-198）。“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及“和平发展”等中国概念均在这几年中产生。
如今，在“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的辩论中，现实主义论者与自由主义论者分别持反对和支持的观点，后者也在努力通过合作加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而建构主义论者也持积极态度，因为他们预见了中国在国际组织机构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秦，2011:247）。南美洲国家同样致力于合作发展，目前的区域合作组织有南方共同市场，南美国家联盟及太平洋联盟；论坛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金融及信用机构有安第斯开发公司以及泛美开发银行。
秦亚青教授的理论提倡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与东方理论相结合。虽然西方理论被当作宝贵的经验，但其在运用过程当中于中国国情产生了许多矛盾（秦，2011:249；秦，2009:192-194）。秦亚青强调，关系性理论作为中国理论中新的本体论基础，以理性主义和中国文化中的“关系”概念构成。秦教授也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最严重的缺点便是其中缺乏对关系的理解（秦，2011:250）。
秦亚青强调，关系是确保稳定和秩序的唯一良药。这也和孔子“道德”、“互信”的思想一致（秦，2011:133）。在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是“仁”这一概念的一部分。
秦教授提出的这一观点也可以通过“人际关系”这一概念来进一步阐释。此概念在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同时也可作为国际关系的指导概念。以此方法，人际或各个组织之间以互信为基础的关系可以打破民族国家带来的限制，从而形成新的国际纽带。这也使我们思考，国际社会中的主题和参与者不断更迭，促使了不同于传统外交模式的新型关系的兴起。
在地缘政治学中，根据路易·索雷尔的描述，如今是“网络关系时代”，在过去十年中，对于权力的定义及使用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传统分析家会将领土（大小，位置及资源）、人口、以及军事力量放在首位；而现在这些因素虽然重要，但往往要同经济、金融、知识、意识形态及文化辐射、集体行动能力等因素一起发挥作用，后者的影响力在一些情况下也开始超过前者。“国家的排名是综合以上所有因素而得出的，这就衍生出了新的权力模式。”（索雷尔，1999）。例如，地方组织，中国移民网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可以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因素，帮助理解及建立新的国际关系。
由此看来，“关系”这一概念包含内容十分广泛。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关系网络就是一群拥有相同的、非正式的准则及价值观，远远超出了市场交易中所必要的条件。”（福山，1999）那么根据这一概念，“关系”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基于信用的道德纽带，“关系网络”及“忠诚”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概念之二，是社会中最重要的“通行证”。
2.  阎学通的“中国特色现实主义”。
阎学通教授提出了“清华路径”，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都具有普世性，中国特色并不构成独立的一支，它可以融入到国际理论当中，以完善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如今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均是由西方国家的历史和语言为主导，所以阎教授倡议要在其中加入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语言（阎，2011:8）。
阎教授在进行当代关系研究时，考虑到了两个历史时期：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以及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阎学通指出这两时期的中国历史与198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有相似之处，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分裂，周朝霸权，政权混乱，社会动荡（阎，2011:3）。此时期也催生了“天下”这一概念，意思是“所有人和物都生活在同一片天之下”。由此观之，阎教授的普世理论与在等级制度的基础上和谐的整体关系紧密相连。
在春秋和战国时期，许多哲学家思想家用自己的智慧和学识辅佐当时的君王。他们不仅仅讲授抽象的理论、哲学、历史或是政治道理，而是实事求是的解决政治和社会冲突，化解复杂的外交难题（We, 2011: 18-58）。在先秦时期大放异彩的思想家至少有七位：管仲，老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及韩非子。除了法家学派的管仲和韩非子以外，其他几位都提倡道德与国家秩序的统一：他们认为“人治”的道德标准就是国家的道德标准（阎，2011:5），这就是为什么任用道德高尚的人如此重要的原因。
阎学通特别强调荀子思想中的“人治”。在荀子的政治思想中，等级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最强大的国家有责任维护国内的平衡，它们可以有三种统治方式：人治，军权，和暴政。暴政存在于军事压迫的基础之上，因此也会为国家树立许多敌人，招来许多战争。军权统治比暴政要更加道德，但是它也是基于霸权。人治是一个国家最高统治标准：用统治者高尚的道德来使臣民信服。统治者积极在国内建立规范，改善与其他国的来往关系。但是，人治的概念也需要政治力量和物质力量来辅佐，因为它往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和一个高效的政治系统（Creutzfeldt, 2012: 2）。
“人治”这一概念由两个字组成：“人”和“治”。“治”代表了强大的物质与政治力量。“人”一字说明国家需要盟友来稳固统治（Creutzfeldt, 2012: 2）。阎教授将荀子“人性本恶”的现实主义思想同孟子的“人性本善”思想融合到了一起。
阎学通称，目前中国应该把重心从经济建设放到创建和谐社会上来，通过多肩负国际责任，在国际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保持与盟友的紧密关系，这些思想根深于中国古代哲学（Creutzfeldt: 6）。阎学通认为，国际地位较量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政治力量，而政治力量的关键便是仁德的管理国家（阎，12）。
3.  全球国际关系议题：赵汀阳的哲学思想
赵汀阳教授并不是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他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政治哲学，但他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的思想也值得一提。赵汀阳将世界看作“天下”，这是他研究分析的基础。阎学通也把这个概念作为自己研究的一部分，而秦亚青也将其作为一个理论假说。
赵汀阳理论在开始便把如今的世界形容为“非世界”，由于缺乏统一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哲学，世界陷入了霍布斯思想式的混乱（赵，2009:5）。人们忽略了“全球性”的真正含义，将其与“国际性”混为一谈。“国际性”代表了每个民族国家为追求自己的私欲从而冲突不断；而“全球性”和“天下”这一中国概念深有共鸣（赵，2009:5）。如今，人们对于“全球性”的呼声越来越高，不仅仅是因为气候变化，移民和战争等议题需要大家齐心协力，这也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所以赵教授将希望放在“天下”这一概念，其可以打破民族国家制定的古板框架，为全球政治注入新的道德价值观。
赵汀阳致力于让“天下”这个传统观念概念化，现代化（Kumar, 2015: 6）。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国内的统治思想便是基于“天下”这个概念。“中国”意为在世界中心的文明国家，而天子是被神授以君权，作为国家的统治者；税收系统是对外联系的渠道，此系统要靠等级制度的维持以及人民的教化程度；此外也需有一个对抗蛮夷之族的国防战略（Noesselt, 2012: 18）。因此，这三个元素构成了一个圆形统治系统：统治者在中心，被他的子民、税收系统以及蛮夷之族所环绕（Hoon Jon, 2016: 72）。赵汀阳将“天下”这个概念一分为三：普天之下所有的土地，人民，以及管制全球秩序的政治机构（赵，2006:30）。这三个元素完美的代表了地球，人类和政治机构（赵，2009:9）。此概念可以解释中国近几十年为与国际组织建立联系而作出的努力，比如中国在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作为。
在赵汀阳的理论中，“关系”也是“天下”概念中重要的一环（赵，2009:10）。“天下”、国家和家庭都需要有等级森严的关系制度，这也在孔子学说中被反复提及（赵，2009:11），其次序由下到上为：家庭，国家，天下，由此保持稳定。“天下”这一概念与地球村相同，两者都强调和谐共存的关系（赵，2006:33）。
4. 2016中国对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政策新文件中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2008年，中国发布了第一份针对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政策文件，此文件为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分别于巴西（2012年），秘鲁（2013年），阿根廷（2014年）及委内瑞拉（2014年）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政策涉及方面涵盖政治，文化，经济，技术及军事等。2016年11月中国发布了第二份文件，总结过去八年合作经验，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合作抬上了新高度。
2016年的文件中，有许多关键因素与三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相呼应，同时文件也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距此原则第一次提出已60载有余。
文件序言中重点提倡全球化和多极化，努力达到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的目标。文中提及了赵汀阳教授“天下”的概念，提倡建立国际新秩序，实现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也被描绘成“一片神奇的土地，拥有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力量”。文件旨在“将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合作抬上新高度，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文中指出，“通过两地区人民的交流合作，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不仅建立了紧密的友谊，也为世界文明和谐共存做出了巨大贡献。”
“天下”这一概念，超越国界，开放包容，通过建立合作关系来达到世界文明和谐共存的局面。此外，中国也肩负起了做发展中国家“兄弟”的责任，为各个没有更多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指导。
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探讨中国在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关系政策的特色。
回顾历史，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制度开始之初便积极建立合作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开始帮助朝鲜、越南等国家进行重建工作，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渐渐扩展到其他国家（Surasky, 2014）。
中国在1964年颁布的“关于第三世界经济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文件，在今天依然有效，其内容有：
· 中国政府始终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绝不把这种帮助当作单方救济，而是相互帮助。
· 在援助其他国家时，中国政府严格尊重受援国家主权，从不强加任何条件或特权。
· 中国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形式提供经济援助，并在必要时延长支付期限，以尽可能减轻受援国的负担。
· 中国政府在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时，目的不是让受援国依赖中国，而是帮助他们逐步迈向自给自足和独立的经济发展之路。
· 中国政府会尽己所能帮助受援国完成投资低、见效快的项目，增加收入，积累资本。
· 中国政府以国际市场价格提供中国制造的最高质量的设备和材料。如果中国政府提供的设备和材料不符合议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同意更换或报销。
· 通过提供任何技术援助，中国政府将确保接收国的人员完全掌握转移的技术。
· 中国政府派出的支援专家会以相同标准在接收国进行建筑。
然而，尽管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是基于“帮助国家发展”的理念，一些评论家也对中国在南美国家开展的一些项目表示担忧，因为这些项目都属于能源和自然资源（石油以及其他矿产）领域，它们对中国的发展也至关重要。这样看来，中国和南美国家的合作与传统上的国际合作（南北）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中国现在对南美国家实行的不偿还贷款还在初级阶段，而且受惠国只有两国：海地和古巴。
另一方面，拉美国家一直是“和平区域”，这也表明此地区双边和多边的友谊合作关系可以更进一步。因此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开展了不同的合作模式，如南美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以及最近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部长级论坛（于2014年在哈瓦那宣布成立）。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第一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部长级会议召开，其目标为：深化双方合作关系，在贸易，金融，能源，科技方面加强合作，促进双方对话交流，保障稳固的政治进程。这是“天下”理论的又一次阐释，代表了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特色。
5. 总结
在过去的十年中，新兴的中国特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持续发展且愈发深入人心。这些理论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为核心，继承了先秦时期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及老子的智慧。赵汀阳的“天下”、阎学通的“人治”及秦亚青的“关系性”等概念，汇集了历史长河当中的智慧。在过去，关系的建立依靠高尚的品德，而不是争夺领土或贸易往来（赵，2006:33）。中国对于关系的理解是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之上的（赵，2006:34），人们的学识和合作让家庭和国家都关系融洽。
“中国特色”同样包含这些古老的思想，它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在经济领域，习主席提出了“新常态”政策，中国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在法制领域，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许多人也打着无法利用数据分析学习的旗号批评这些新政策缺乏透明度。但这些概念确实为我们打开了新理论的大门。这些创新深植于中国古代传统，又为世人提供了另一条值得学习和探讨的道路。总而言之，拉美国家应重视中国理论，因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倾向于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论的，而南半球国家需要一个平等、公正的新秩序。西方国家所倡导的理论（工业化，权力及军事化）已经不适用于全球的需要了，因为人们有了更多的因素需要考量，比如环境，平等，教育及健康等等。
我们如今可以看到伟人邓小平提出政策果实累累，人们也将继续保持勇于改革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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